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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与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 
 
 

陈伟明 1,戴 云 2 
 

(1.2. 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广州 510632) 
 

〔摘  要〕本文主要从生态环境影响的角度,探讨了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明清时期，台湾

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主要表现出渔猎经济与粗放农业的内容与特色, 除了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生态环境

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常常不得不被动地受制于生态环境

的变迁，其生产方式长期保持了一定的原始性与落后性,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也正是如此。对

于如何进一步认识生态环境与农业开发的关系,本文作了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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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生活地域是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各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文 
化发展态势。因为民族文化中的许多内容,都是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农业生产开发更是其中
一个重要方面。民族生活方式与生产习惯的形成, 除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外,生态环境的影
响也不可忽视。特别是那些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文化开发相对较晚的少数民族,生态
环境的制约有时更起着主导的作用。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发展一直相对迟缓。17 世纪
以后,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出于殖民的需要与目的,着意推动台湾农业经济的开发。郑成功收
复台湾以后, 更大力发展农业。随着清政府不断加强对台湾地区的管理,大批汉族移居台湾,
他们带去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推动了台湾地区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
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台湾少数民族普遍起点较低,尽管在外来因素的推动下有了相对较大的
进步,但始终未能扭转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总是不断自我调节,自我适应生态环境的主导
作用,形成自己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直到在清代中、后期,生态环境仍然 
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带来深刻的影响,台 湾少数民族本身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仍相
当有限。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内容及其特点,也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一、渔猎经济 
 
明清时期的台湾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而且多聚居于山地丘陵,渔猎经济成为他们 
的重要生产方式之一。台湾少数民族的粮食生产与主食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渔猎经济很自然
地成为他们主粮生产与主食消费重要的途径与补充。如噶玛兰地区,诸番耕种田园,不知盖藏,
人各一“ 田,仅资口食,割获连穗,悬之室中,旋舂旋煮,仍以镖鱼打鹿为生,其耕不知时候,惟视
群木萌芽为准。”

〔[1]〕而台湾地区的生态环境更为渔猎生产方式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更大

的可能性。一方面,台湾地处亚热带地区,气候湿热,山高林密,植被茂盛,杂草丛生。清初,台湾
西部地区还分布着广大的热带森林草丛。“平原一望,罔非茂草,劲者复劲,弱者蔽肩,车驰其中,
如在地底。”

〔[2]〕天然生态植被仍处于原始状态。另一方面,在台湾生态环境的生物链中,大型
肉食性动物较为少见,也为适合人类捕猎的小型个体野生动物的大量繁殖提供了更大的可
能。据记载:山无虎,但有豹,但“ 不噬人,故鹿、麝、獐、麂之属,成群遍野,莫为之害。”〔[3]〕

这为台湾的少数民族保存了大量的渔猎资源,为台湾少数民族渔猎生产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温
床。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渔猎生产,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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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渔猎经济,除了个别在深山老林中居住的少数民族,以单
一的渔猎经济维持其生产生活外,其他一般常与粗放农业相结合。北路诸罗番,“崩山八社所
属地,横亘二百余里,高阜居多,低下处少,番民择沃土可术日渐普及,台湾少数民族要想继续保
持单一的也不可行。生态环境随着,既没有出路渔猎经济, 经济开发的加强,其封闭性和原始
性逐渐减弱,野生动物资源日渐减少。台湾少数民族也仿效汉人,兼营农业。清人竹枝词有谓: 
“年年捕鹿丘陵上,今年得鹿实无几,鹿场半被流民开,执麻之余兼执黍,番丁自昔亦躬织,铁锄
掘土仅寸许,百锄不及一犁深,那得盈宁畜妻子。”〔[5]〕生态环境可以为台湾少数民族渔猎经济

提供保证,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单一的渔猎经济模式也不得不随之改变, 逐步走向渔猎与农业
兼营并重。乾隆二十八年, “昔年,近山土番鹿场,今则汉人垦种,极目良田, 遂多于内山捕鹿。”
“鹿亦渐少”。

〔[6]〕渔猎经济的衰退,除了社会文明风气不断开化外,乃与生态环境的演变息息
相关。所以,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经济始终带有渔猎经济色彩。如诸罗县, “大肚社
番,庄名大眉者,每岁东作时,众番请大眉出射,稼辄大熟,鹿、豕不来损伤,箭所不及者,稼被残损,
少获。”

〔7〕这也是生态环境在台湾少数民族生产民俗与心理上的具体反映。 
其二,台湾少数民族的渔业经济也颇有特色。台湾四面环海,内陆河流密布。有些民族散

居于台湾外岛,受生态环境的影响,更是以渔业为生。如澎湖地区:“澎湖地瘠,仅产山芋,民人
以海为田,以渔为利,布帛、菽粟取资于台。”〔[8]〕又红头屿, “在恒春县东八十里,孤悬荒岛,番
族穴居,不谙耕作,以莳杂粮、捕鱼牧养为生,树多椰实,有鸡、羊、豕,无他畜。”〔[9]〕外海岛屿,
其渔业生产显得较为专耕者,种芝麻、黍、芋,余为鹿场,或任抛荒,不容汉人耕种。”〔[4]〕为了维

持其渔猎资源,不容汉人进行农业开发, ,汉族农耕技业单一。实际上,在台湾岛内,少数民族的
生产形态,一般为渔猎不分,同步进行。如噶玛兰地区, “兰地未入版图以前, 诸番惟以射鹿镖
鱼为生。”

〔[10] 〕台湾河流,常夹杂于山谷丘陵之中,山水相连,渔猎生态环境合一。北路罗新港
诸社,“凡捕鱼于水清处,见鱼发发,用三叉镖射之,或手网取之,小鱼熟食,大则腌食,不剖渔腹,
就鱼口纳盐,藏瓮中,侔年余生食之。捕鹿名曰出草,或镖或箭,带犬追寻,获鹿即剥割,群聚而饮,
脏腑腌藏瓮中,名曰膏蚌鲑,余肉交串贸易纳饷。”〔[11] 〕台湾河流短急,又穿流于山丛之中,水土
保持较好,污染较少,河流清澈见底,也为渔业经济的开展提供了保证。北路诸罗番大武郡诸社,
“捕鹿采鱼,自新港以至儋水俱相等。..捕鱼番妇,或十余或数十,于溪中围竹笼,套于右胯,众番
持竹竿从上流殴鱼,番妇齐起齐落,扣鱼笼内,以手取之。”〔[12] 〕由于渔猎同一,一些狩猎与渔业
工具也常合二为一,具有多种生产功能:社番颇射于猎,又善用镖枪,上镞两刃,杆四尺余,十余步
取物如携。曾集社众,搡镖挟矢,循水畔窥游鱼, ..扬髻曳物, 辄射之,应手而得,无虚发。”〔[13] 〕

这一记载反映了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在生态环境的影响下,渔猎经济技术的发展。 
其三,由于台湾地区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也使台湾少数民族的生产规模不断发展

扩大。据载:当春深,鹿场高丈余,一望不知际,四“ 围先掘火坑,以防延烧,逐鹿因风所向,三面
纵火焚烧,前留一面,各番引矢镖枪并发,围绕擒杀,鹿积如丘陵。”〔[14] 〕这一方面说明了台湾生

态环境具有丰富的狩猎资源,需要大规模合力围捕,方能有效地开发利用狩猎资源;另一方面
也说明了随着渔猎生产规模的扩大,围猎生产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平。从围猎者的身体
素质、围猎工具的使用、围猎的程序都应具备较为系统完善的要求。为了适应台湾生态环境

下的生产与生活,台湾少数民族从小就必须培养攀山射猎的素质与技能。“台地未入版图以前,
番惟以射猎为主,名曰出草, 至今尚沿其俗。十龄以上,即令演弓矢,练习既熟,三四十步处,取的
必中。当春深草茂,则邀集社众,各持器械,带猎犬逐之,呼噪四面围猎。”〔[15] 〕围猎工具主要是

因地制宜,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而制作之。北路诸罗山等社,“捕鹿弓箭及镖,俱以竹为之,
弓无弓肖,背密缠以藤,苎蝇为弦, 渍以鹿血,坚韧过丝革,射搭箭于左,箭舌长二寸至四寸不等,
传翎略如汉制而剪其梢。镖杆长五尺许,铁镞锋舌,长二寸许,有双钩,长绳系之,用时始置箭端,
遇鹿麂一发即及,虽奔逸而绳挂于树,终就获焉。”〔[16] 〕这显示出台湾少数民族善于利用生态资

源的生产特点,也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渔猎经济的发达。因为渔猎生产工具的发展,促进了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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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生产的进一步扩大,而生产形态的发展受生产环境的制约,也必然对生产工具的发展完善提
出新的要求。事实上,台湾少数民族对狩猎工具的使用颇有心思。如猎犬,“有犬大而猛,能捕
百兽,必剔去其耳一半,恐招风也。”又“或用镖枪,枪杆长五尺许,能取物于百步之外,枪舌为两
钩,形如‘个’字,其锋钅舌利,将枪套入杆末,杆末小而栓孔稍大,以便枪脱杆便利,系长绳于枪
钩之上孔及杆末,中物则枪舌倒挂而不能出,其枪摆落,长绳纠缠树木间,番以后尾之,无得脱
者。”

〔[18] 〕由于狩猎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野生动物的生长年限与周期一般不会太长。如“鹿
以角纪年,凡角一歧为一年,犹马纪岁以齿也,番人射鹿为生,未见七歧以上者。”〔[19] 这也从一

个侧面说明了围猎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为渔猎经济提供了可靠的资源与工具,令台湾少数
民族有必要长期保持渔猎生产经济形态。在这一生产经济形态下,台湾少数民族感受不到生
产和生活的压力。渔猎经济很自然成为其生产生活的重要途径与补充,历久不衰。随着台湾
的不断开发,大陆移民不断增多,促使台湾原来封闭原始的生态环境逐步变化,台湾少数民族
才逐步转向渔猎与农耕并重的生产形态。可知生态环境演化对台湾少数民族生产形态发展所

具有的重要意义。 

二、农业经济 
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清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台湾

的管理控制和开发,大陆移民不断增多,农业开发的范围与规模不断扩大,对台湾少数民族的
农业经济也带来较大的影响。当然,受生产力水平与生态环境的影响限制,台湾少数民族的经
济体现出较为粗放的农业开发特色。粗放农业是与精耕细作集约型农业经济相对而言的,它
是台湾少数民族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可以作为一个更广泛的农业生产概念,按照台湾少
数民族农业生产粗放程度的高低,可划分为若干类型。 

刀耕火种。台湾山区少数民族不少是以刀耕火种形式进行农业生产的。如凤山县琅峤十

八社的少数民族,“诸番傍岩而居,或丛处内山,五谷绝少,斫树燔根,以种芋魁,大者七八斤,贮以
为粮, 收芋时, 穴为窖, 积薪烧炭, 置芋在中, 仍覆以土。”〔[20] 生产方式简单,以种植根茎类
作物为主。因为根茎类作物对土地素质,及生产技能要求不高。台湾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与
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刀耕火种的生产形式大体一致。一般是把山林草地砍去草木,纵火焚烧,再
进行简单的农耕种植。也实施轮作,但其轮作并非在同一块土地上在不同时间内种植不同的
作物,而是和大陆南方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采用游耕方式。如华南地区的瑶族,“其在南粤者,
在在有之,椎结跣足,随山散处, 刀耕火种。采实猎毛, 食尽一山, 则他徙。”[21] 在一块土地上

刀耕火种一段时间后,地力衰退,便易地游耕。而台湾地区由于开发较迟,生态环境保存良好,
所以,台湾少数民族的游耕周期,普遍较其他地区为长。据近代的民族调查,台湾一些少数民族
地区的处女开垦地可耕种10 至12 年,而第一轮轮作地则可耕6 至8 年,其后依次递减。〔[22] 〕

这主要与台湾地区土壤地力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关;“台地黑壤,甚肥沃,不须下粪,布种自二
三月至九十月,收获亦如之。”〔[23] 〕 

或有粗放耕作。粗放耕作一般表现为粗种薄收,受自然环境制约的程度较大,农业生产缺
乏系统性与完整性,种植技术简单粗糙。如缺乏较有规律的农业时令气节,“番人无姓氏,不知
岁月,惟凭草木、听鸟音以节耕种。”〔[24] 〕对农业生产没有进行规律性的探索总结,有较大的偶
然性与随意性, 保持了较为浓厚的原始色彩。一般农业生产技术程序也较为简化,在一些山区
或条件较差的地区, 其农业种植更是杂乱无章,随种随收。北路内优诸社少数民族“垒山献深
溪,树木蓊翳,平原绝少, 山尽沙石,种黍、秫、薯芋,俱于石罅凿孔,栽植黍、秫,熟留以做酒。”
〔[28] 〕或有以浮田形式。如“诸罗县半线社,四面皆水,中一小洲,其土番以大木连排,盛土浮之
水中,耕种其中,若欲他适,即拖之而去”。〔[26] 〕类似的耕作形式,要想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基本上
是不可能的,也限制了台湾少数民族农业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其田间管理甚为粗糙。据载:
“生番人稀地旷,地无此疆彼界,但就所居之所近,随意树艺,不深耕,不灌溉,薄植薄收,余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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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胜食,积粟无粜无籴。”〔[27] 田之丰歉,任由于天。所谓:“种禾之法,先于秋八九月诛茅,平覆
其埔,使草不沾露,自枯而朽,土松且肥,俟明岁三、四月尚播, 场功毕, 仍荒其地, 隔年再植, 法
如之。”

〔[28] 〕尚未形成完整的农业耕作种植法。 
与其粗放农业生产相适应,必然是生产工具的简陋和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北路阿里山地

区诸社,“耕种用小锄短刀,掘地而种。”〔[29] 〕“耕用小锄、短刀掘地而种,或将坚木炙火为凿,
以代农器,近亦有驱牛用犁耙者。”〔[30] 〕1662 年,台湾少数民族地区,“未有如此处土地膏腴饶
沃也。惜乎土民耕种,未得其法,无有人教之耳。..访其开垦,不知犁耙锄斧之快,只有寸铁元刂
凿。”

〔[31] 〕而生产工具多利用本地竹木资源为制作原料,间有铁工具,但为数不多。“番之器用,
非竹则藤,而最重汉人铜铁。故铜铁有禁,番割私携出界,倾赀易之。”〔[32] 〕所以,台湾少数民族
多以种植杂粮为主。因为,农业缺乏系统的生产技术方法与程序,工具简陋,对于生产技术要求
较高的农作物,显然难以适应,虽有种植,要取得良好的收成,也存在较大困难。那些干旱杂粮作
物及根茎作物,便成为台湾少数民族重要的主粮生产作物。这些作物一般粗生,易于栽培。可
以在较为落后的地区或者生产技术较为低下的条件下种植,并取得一定的收成。在北 
路大杰巅诸社,“耕种则用刀斧砍伐树根,栽种薯芋,亦有填筑薄岸为田,播种稻秧者。”〔[33] 〕在

北路崩山八社、后垅诸社,“番地少播粳稻,多种黍、芝麻,饭皆黍米。”〔[34] 〕以种植杂粮及根

茎作物为主, 这也是粗放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标志。 
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生产,总体上仍然处于粗放农业阶段。而随着清政府对台

湾地区管理的不断加强,在大陆汉族人民的影响下,农业生产也在逐渐发展进步。北路“罗汉
内门外门田,皆大杰巅社地也,康熙四十二年,台诸民人,招汀州属县民垦治,自后往来渐众,耕种
采樵。”

〔[35] 〕又嘉庆十五年,“噶玛兰东西社番,前皆不谙耕作, 是以埔地听汉人占垦,尔来与汉
人相习日久,渐知耕种。”〔[36] 〕一些少数民族汉化程度日益加深,也逐步转向以农为重,不断开
发农业生产:“归化已久熟番,亦知以稼穑为重,凡社中田管埔地,皆芟割草莱,垦辟田园,有虑其
旱涝者,亦学汉人筑圳,从内山开掘,疏引溪流,以资灌溉,片隅寸地,尽成膏腴。”〔[37] 〕农业生产主

要表现在生产工具不断改进, 田耕管理及种植技术不断提高,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为耕
本, 食乃民天, 耕稼之功, 惟牛是赖。”〔[38] 〕牛耕已渐普遍。北路新港诸社一些地区, 其“耕
种,如牛车、犁耙,与汉人同。”〔[39] 〕牛耕的逐步普及,除了大陆农耕文化的影响外,也与台湾生
态环境有关,因为台地盛产野牛。据载:“野牛最蕃滋,设栅栏围之,有典牧之官,董其数,农夫乏
牛者,禀命于官而取之,至老而无力,则纵之去。”〔[40] 〕“近生番深山,产野黄牛,千百为群,诸番取
之,用以驾田耕牛。”〔[41] 〕生态环境状况显然为台湾少数民族生产工具的改进提供了便利条

件。有些少数民族地区,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轮作复种。诸罗地区,
“禾秸高而柔,虑为风雨摧折,杂种薏苡,薏秸粗梗,又差高于禾,如藩篱然,一畦之中,两种并
获。”

〔[42] 〕因地制宜,培育种植一些适应台湾生态环境的粮食品种,如水稻种植,“种于洼下田,
水高一尺,长亦一尺,水不能溢,米白而大,其名则不可晓。”〔[43] 〕有些粮食品种还被视为佳品。

“熟番多于园中旱地种稻,粒圆而味香,名曰香米,又名大头婆,甚为珍重,每岁熟时 
以进道、府二署。”

〔[44] 〕 
当然,与先进的汉族农业生产相比,台湾少数民族仍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生态环境的

影响限制下,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农业生产主要保持着粗放经营特色,杂种薄收,产量偏低,
多为一熟。南路凤山上、下澹水诸社,“种粳稻、黍、糯、白豆、绿豆、番薯,又有香米,倍长
大,味醇气馥,为饭,逾二三日香美不竭,每岁种植,只供一年自食, 不交易,价虽数倍,不售也。”
〔[45] 〕“郡邑附近番社亦三四月插秧,先日腊生酹酒,视空中占鸟音,吉然后男女偕往插种,亲党
派黍往饣盍焉,番地土多人少,所种之地, 一年一易, 故颖粟滋长, 薄种广收。”〔[46] 〕台湾少数

民族虽然在汉族先进农业技术的影响促进下,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但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态
环境的制约影响,农业生产始终未能更上一层楼,农业开发的规模与水平始终有一定的限度。
“埔里社番及招来诸熟番,皆跪迓于路,即延馆于覆鼎金山下之番。山之高不三丈,登而眺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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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望如一,乃知二十里平旷之中,惟埔里一社,余社俱依山,草莱若辟,可得良田千顷,生番不能深
耕,薄殖薄收,已有余粮,可招来之熟番,亦不能如汉之尽地力。”〔[47] 〕 

综上所述,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生产长期保持渔猎经济与粗放农业生产形态,除了社会历
史条件外,生态环境乃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的民族,其改造生态环境
的能力则越弱,受生态环境的制约影响也越大。台湾少数民族农业开发长期缓慢发展也证明
了这一点。 

台湾地处亚热带地区,湿热多雨,应较适宜种植水稻。但是,在台湾少数民族的主粮生产中,
水地也,故其性最良,黄豆、绿豆、赤豆、黄粱、胡麻之属,北地广种之。”〔[52] 〕明清之际,台湾
气候渐趋于冷,“闻诸台地未入版图时,天气甚暖,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其地,是冬北路降大雪,寒
甚,自后气亦渐寒。虽有时隆冬穿单衣袷,汗流亦偶然耳。”〔[53] 〕这样,对于多聚居于山区的少
数民族而言,水稻种植反而处于次要地位,而以种植旱地杂粮为主。那么,在各种生态环境因素
的影响下,水利建设的必要性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稻种植相对较少,而旱稻及其他杂粮的种
植极为不毛,土之良也。“土贲垆斥卤,五谷是滋,以稼则多开旁支,节其高下,以引致田间筑堤以
畜之,开门以泄之,则可以资灌溉之利,可以杜冲缺之患, 水为利而不为害,无水旱之虞。”〔[48] 〕

而台湾少数民族,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其水利工程的建设能力有限,如台东州, 普遍,这也是
受台湾水文生态条件的限制所致。蕃,以种则硕,火耕水耨,不营而足,上地可七,下“台地溪泉
大者数十水发则有泛滥四溢、冲缺田禾之患。不设堤闸,故急泻于海,则有灌溉无资之虞,是宜
氵睿之。使得,小者无算,何以溪道迂浅,故地可二,宜粳宜稻,宜菽宜稷。”〔[54] 〕类似的土壤条件,
使台湾少数民族缺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的积”台湾土壤肥沃,作物易生易长,也为台湾少数民
族的粗放农业提供了可行性。“山则不童,地鲜“所有溪河,皆两山夹之,所有番社、民庄,皆在
山之麓,水之滨,所有荒地,皆溪中沙滩稍高之处,稍挂于泥,草生甚茂也,弃而不开, 恐有水患
也。所有已开高地,皆在近山稍远溪流之处,然亦难免于水患,以山甚陡峻,水易涨且猛而暴也。”
〔[49] 〕这主要是由于生态环境增大了水利工程建设的难度。台湾虽然有丰富的水利资源, 但
受地貌地形影响,河溪流程短,落差大,一旦暴雨来临,溪河容积有限,或造成水土流失,或造成洪
水泛滥,淹没农田。而主要聚居于山地的台湾少数民族,难以依靠自己力量开展农田水利建设, 
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1645 年 3 月,据外国人记载:“台湾之土地大多肥沃,适合栽
植各种作物,糖之产量相当多,稻则不栽种于水田而植于旱田,因此产量少,又出产小麦、大麦、
豆类、棉、麻、烟草、蓝、菜种、生姜等,但各种均产量不多,只与播种之种子同量而已。”〔[50] 〕

其“一筹水利,番民农事多不讲求。”〔[51] 〕实际上也是无能为力。而且台湾地处亚热带地区,
岛上海拔 500 米以上的山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2/3 , 从平原至山地的气温垂直变化很大,台
湾少数民族很容易选择种植一些耐冬耐旱作物,作为主粮生产品种。这样,水稻种植以及水利
工程的迫切性显然较低。“南路地热,不宜麦,北路种者甚多,三月可收,不待麦秋也,凡小麦开花,
北地以昼,南方以夜。台麦如北地也，故其性最良，黄豆、绿豆、赤豆、黄粱、胡麻之属，
北地广种之。”[52]明清之际，台湾气候渐趋于冷，“闻诸台地未入版图时，天气甚暖，康熙

二十二年，平丁其地，是冬北路降大雪，寒甚，自后气亦渐寒。虽有时隆冬穿单衣袷，汗流

亦偶然而。”[53]这样，对于多聚居于山区的少数民族而言，水稻种植反而处于次要地位，而

以种植旱地杂粮为主。那么，在各种生态环境的影响下，水利建设的必要性似乎显得不那么

重要。 
台湾土壤肥沃，作物易生易长，也为台湾少数民族的粗放农业提供了可行性。“山则不

童，地鲜不毛，土之良也。”“五谷是滋，以稼则藩，以种则硕，火耕水襦，不营而足，上地

可七，下地可二，宜粳宜稻，宜菽宜稷。”[54]类似的土壤条件，使台湾少数民族缺乏提高提

高农业生产技术的机极性。“且所垦既多,田不耕耔,但知广种薄收,不知深耕易耨,农工之惰,
亦由是焉。”

〔[55] 又“台地土壤肥沃,田不资粪,种植后听之自生,不事耘耔,坐享收成,倍于中土。”
〔[56] 〕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提高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生产水平,似乎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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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台湾生态环境也使台湾少数民族的粗放农业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台湾地处台风
带, 风灾频繁。台湾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有限,抵御风害能力较弱。“台地四时和暖,冬无霜雪,
亦无酷暑,但大风之日多,无风日少,春日常旱,秋多水潦。”〔[56] 〕“如台南恒春县,沿海一带,平时
则有落山风,凡田园中枝干锐上之物,均不能种,夏秋又有台飓, 其祸更烈, 望之可以丰收之岁, 
顿成灾歉。”

〔[57] 〕台湾地区处于地震带上,地貌变化较大, 水土流失较为严重,也造成了农业生
产规模的萎缩。“地多震动,水浮石稀,土不坚实,若种植五谷,虽与中土同,而一年惟秋季一收,
阻饥之患所不能免,幸有薯芋之类,足以果腹。”〔[58] 〕类似的生态条件均对农业开发产生不利的

影响。 
所以,台湾的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台湾少数民族农业开发的发展方向。台湾气

候湿热,山高林密,地多肥沃,杂种丛生,易于收获,可以为台湾少数民族提供重要的动植物资源,
令台湾少数民族感受不到主粮生产与消费所带来的压力,对农业生产的开发,自然缺乏紧迫感,
使之能够以较为原始落后的生产形式,如刀耕火种、渔猎经济,就可以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与
需求。“熟番种植多于园地,所种悉旱稻、白豆、绿豆、蕃薯,又有香米,形口长大,味甘气馥,
每岁种植,止供自食,价格虽数倍不售也。..内山生番,五谷绝少,斫树燔根, 止种芋魁, 大者七八
斤, 贮以为粮。”〔[59] 〕又“台湾山甚高,亦多平原可耕,周围五十里,自有土番居之,多巢栖而不
火食者,无所求于中国。”〔[60] 〕没有农业开发之压力,也必然没有农业开发之动力。这反映了生
态环境对台湾少数民族农业开发影响甚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起着主导作用。这也说
明人与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改
造自然环境,而当生产力发展水平尚处于一个较低的阶段时,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往往受到更多
的限制,被动地适应生态环境的制约,而开展有限度的生产开发活动。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
发就是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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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in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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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bstract] The article ,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environment effect , probed into the 
Taiwan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griculture devopment in the Ming and Qing perod. At Ming and 
Qing period , the Taiwan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mainly show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fishing and hunting economy and the extensive agriculture , Beside the 
effect of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 , the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effecting factor , because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of backward nationality ,often has to be limited the change of the 
environment , and the way of the production keep some promitive and backward nationality , 
characters the Taiwan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 
just like this. This article make an exploration on how to kn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agricuture development more deeply.  
  [ Key Words] The enviroment Taiwan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th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陈伟明(1957-) ,男,哲学博士,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及中外关
系史研究;戴云(1959-) ,女,暨南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工程师。 
·65 


